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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博弈：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刘　宇

［摘　要］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原为太庙，曾经是明清两朝皇家祭祀场所，平民禁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其被赋予了革命化的功能，主题为“劳动人民的乐园”。北京各阶层市民进入其中，娱乐联欢、政

治游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让封建时代的国家象征承担起这一功能，意在留下一个强烈的象征符号，即

彰显统治阶级已经翻转，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作为劳动人民的文化宫，它不仅成为新中国的物化载体和权

威象征，而且被营造成公共仪式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古迹的太庙，在面临频仍的活动、接踵的游人时，

愈发不堪重负，二者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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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北京作为曾经的帝都，皇家古迹俯仰皆
是。如何处理清廷的“政治遗产”，成为民国历届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时局震荡、政权频繁更迭的
状态下，这些古迹大多乏善管理或趋于闲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古迹得以重获新生。
同时亦应看到，古迹被新政权接收后，其日后命运却各不相同：如城门、城楼、牌楼的逐年拆除并

最终消失，如皇史、国子监、太庙等另做他途。这些在改变北京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彰显出新政权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强烈意愿。
目前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古迹状态的研究，讨论、反思已拆除古迹的文章和回忆

录居多①；讨论古迹转型及利用的文章较少，研究尚不充分②。而后者显然较具现实关怀。因此，本文
拟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为个案，利用档案、报刊等相关资料，探讨古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进行革命化利用的过程与所蕴藏的政治意涵与现实张力。

一　太庙的转型

太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根据古代“敬天法祖”的传统礼制，是皇家祭祖之地，不允
许平民进入。辛亥革命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中“皇室的宗庙陵寝，永远供奉”的条款，太庙一度归
清室所有。１９２４年北京政变后，国民政府将此地辟为和平公园。由于经营不善，资金短缺，致使太庙
破败失修，杂草丛生，游人寥寥，处于半开放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被赋予了新政权象征的意涵，由此，天安门周围景观开始了一系

列改建和重构———扩大的广场，拓宽的长安街，大气的观礼台，宏伟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成为
此地的新风貌。中央政府接管了太庙，对其中建筑进行了修整和油饰，初显当年风貌。经时任总理周
恩来提议，政务院批准，将该地作为以劳动人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具有公园和俱乐部双重性质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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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中心———其全部“工作人员共１９０人，其中干部４４人，工勤人员１４６人。文化宫设主任一
人，副主任二人，下设宣传科、文艺科、文化休息科，图书馆，人事保卫科，总务科，另外直接领导北京市
工人俱乐部”①。

１９５０年国际劳动节前，该地正式对外开放，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匾额高
悬于正门之上。该名称反应出中央政府通过此园灌输政治理念的心愿。
文化宫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宫活动的内容，而活动的内容又决定了宫内场所的设置。由于文化宫

在向工人提供宣教的同时，还具有提供娱乐的功能，因此文化宫拆改了部分古建筑物，并将主要殿阁
的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很明显的是，在总计１６处场所中，文艺活动场所有８处，占１／２；体育活动场
所与学习场所各４处，共占１／２。这种设置的初衷，既是“寓教于乐”宗旨的体现，又是工人和普通市
民的实际需要。

表１　文化宫内部场所设置②

场所 数目 原用途

文化休息厅 １座

艺术厅 １座 后殿

艺术活动室 ４座 后殿东西庑殿

图书馆 １座 治牲房

技术研究室 １座 神厨

讲演室 １座 神库

儿童阅览室 １座

儿童游乐场 １座

剧场 １座

乒乓球室 １座 前殿西庑殿

棋艺室 １座 后殿

体育场 １个

文化园 １处

　　至于为何将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笔者认为，此举不单是出于该园地理位置的特殊，更是出
于其蕴含的政治意义。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曾这样阐释：“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真正翻身了。
劳动人民所创造起来的文化，却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了，专为他们所享受、所霸占。正如太庙，原为劳
动人民修建起来的，一修好后，劳动人民根本就不能进来了。今天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又能把原来
专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变为劳动人民自己享受的文化，而且还要把劳动人民的文化，发展起来。”③

从太庙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不仅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更是揭橥了由政权变更
而引领的政治话语的转换。
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政府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对尚未

完全解放的领土、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以及稍后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央政府需要做大量的鼓动工
作来振奋士气和聚拢人心；面对复杂的市民阶层、百废待兴的工业，中央政府同样开展教化来整合市
民的思想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各阶层市民也需要一个空间来了解政权话语并改造自
己，因此，文化宫成为彼此沟通互动的平台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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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民文化宫：功能与利用

１．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作为服务于政权的宣教机构，文化宫试图将各种政治内容与国家建设的主题融入和编织于一般

的文体活动中，力求发挥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歌曲与舞剧的表演也被赋予了新时期歌颂党、歌颂新中
国、鼓舞市民建设热情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容，由于“传统娱乐”已深入人心，市民喜闻乐见，因此也是文
化宫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同时，文化宫还精心营造出一种“剧场”氛围，使市民在参加文娱活动时，
不自觉地被带入其中，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市民的参与和认同。
劳动人民文化宫被改造之初，就有媒体指出，文化宫应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工宣队”，一方面为

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发掘其中的文艺骨干，将其培养成积极分子，配
合文化宫的宣传。“事实证明在工人同志中，有很多是天才艺术的，他们只要加工学习，便是很有前途
的作家、艺术家、科学技术家……使他们在文化宫中学到东西，在娱乐方面也要注意通俗大众化的愉
悦，比如象棋围棋，故事讲座，连环漫画、说大鼓、说快板等都是工人同志中所熟习的娱乐形式，通过这
种形式，贯穿一定的深沉意义，使工人同志不但玩了，而且也可以学到东西。”①

文化宫举办了一系列娱乐活动，如舞会、音乐会、各种专业剧团的演出和工人业余文艺汇演等。
在举办娱乐活动的同时，也举办了各种文艺学习班，计有“文学评论组、美术组、曲艺创作知识班、工人
业余艺术团、职工业余朗诵小组等”②。
劳动人民文化宫每月举办工人业余文艺演出两场至三场，参加演出的是各厂、矿、区工会的业余

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歌舞队员，有时由一个单位独自包揽一场晚会的节目，有时则采取两三个单位联
合演出的办法。据统计，１９５５年“自七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十二日，这样的演出共举行了六场，观众共
四千多人，除少部分观众是机关工作人员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职工群众”③。
客观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较长的时间内，工人和市民参与文化宫活动的热情还是相当积

极的。各工厂工会也是积极配合，因此节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在演出的节目中，北京邮局演出的
京剧“四进士”，园林局演出的评剧“茶瓶计”，在东六里屯砖瓦厂演出的民间器乐合奏“小放驴”“黄鼠
狼养鸡”，某工厂演出的舞蹈“柴郎与村女”，民歌对唱等，最受群众欢迎。
不单是文艺演出，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提高广大市民的音乐欣赏水平，还曾连续举办了１５次音乐

讲座。在这１５次讲座中，一半以上是介绍外国和古典作品的，如俄国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
人的作品，德国古典音乐家贝多芬、天方夜谭交响乐等唱片④。这种高雅艺术的宣传推广活动，无论
是在提高市民音乐欣赏水平，还是在陶冶市民情操方面，都有其积极的贡献。
除文艺演出和音乐、创作辅导外，美术辅导也是文化宫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人民文化宫举

办了美术训练班，包括素描、油画、美术创作、实用美术等，还将继续开办国画、版画两个班。这些
训练班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辅导下进行的⑤。在工人已然成为名义上的统治阶
级的情势下，作为向其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动员社会各界支援与配合方
面，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

１９６０年春，“大跃进”正酣，为配合形势，歌颂“大跃进”取得的成绩，文化宫还举办了工人和诗人
的赛诗会，会上“诗人”们争相抒发自己的情感，人民印刷厂工人高占祥唱道：“跃进大船破巨浪，祖国
一日万里航；舵手是咱毛主席，神仙翅膀赶不上。”诗人放平和诗一首：“无产阶级大手笔，争分夺秒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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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１９６４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４。
《文化宫举办美术训练班》，《北京日报》，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第３版。



奇迹；万紫千红吟佳句，句句歌颂毛主席。”工人李玉林写下了工人过春节不忘节日生产迎接开门红的
心情：“锣鼓交加爆竹声，红旗招展伴红灯，工人争写大字报，保证节后开门红。”①从样式看来，这种诗
歌多属打油诗，并无多少艺术感可言，甚至与口号无异；从内容上看，其大多以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
“大跃进”以及“三面红旗”为中心。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精心营造的“剧场”效应，即使是平时读书甚
少、甚至识字不多的工人或者普通市民，也都难免跃跃欲试。在一定程度上，作的诗越多，说明其参与
的态度越是积极，即使不会作诗的市民，在此时也会迸发出“吟诗作对”的冲动和欲望，因为要用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此后，随着政治空气的愈发严峻，文化宫也受到影响。１９６４年，由北京市总工会召开的关于市、

区（县）、产业文化宫俱乐部文艺工作会议指出：许多同志对“文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在
职工业余文艺战线上的反映认识不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职工业余文艺活动看成是‘玩玩乐乐的
事’。”会议通过所谓“大讲、大揭、大议”阶级斗争，使参会者意识到：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和一定政
治路线的，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无益无害”的文艺；职工
业余文艺必须为“兴无灭资”的斗争服务，否则阶级敌人就会以此向我们进攻，进行“和平演变”，为资
产阶级复辟开路。有的同志说：“白天厂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晚上俱乐部（文化宫）宣扬帝王将相、才
子佳人；白天让职工鼓干劲，搞建设，晚上唱‘到处流浪’；白天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晚上演鬼戏，过去我
们没有察觉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和党的方针、政策唱对台戏，对社会主义建设只起破坏作
用。”有的说：“过去对演鬼戏、坏戏、搞舞会、映港片，也觉得不好，但没有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要像
现在这样明确，说什么也不那么搞了！”②

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北京市弥漫着紧张和严肃的“革命”气氛，铺天盖地的标语、红旗遍布在北
京的街头巷尾，使人目不暇接。接踵而来的文化批判、论战使人疲于应付。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北
京，已然把自己改造成运动的“剧场”，“舞台”布置已就绪，“观众”正在进场热身，文化宫则正在进行着
“文革大剧”前最后的动员和演练，为防止市民因“靡靡之音”而心生旁骛，文化宫将“革命娱乐”作为唯
一的主题和符号，其他剧目和活动禁止上演。此时期上演的一切节目，举办的一切活动，都与“国家话
语”息息相关：“文化宫是从今年八月份起试办革命现代京剧优秀选段教唱活动的，两个多月来，参加
的有三千二百多人次。不少人学会了《红灯记》中唱的《浑身是胆雄赳赳》、李奶奶唱的《要坚强的像铁
打金刚》、铁梅唱的《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五段唱腔。”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
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
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④。这段话在正式界定“四旧”“四新”的同时，还将民间
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习惯归为牛鬼蛇神一类，加以批判和禁止。
纵观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文化宫所进行的文艺活动，逐渐由娱乐化转向革命化。这种转变，折射出市

民需求与政府意愿之间的此消彼长。１９５０—１９６１年间，传统娱乐与革命娱乐尚能和谐共处，文化宫
在进行革命娱乐的同时，显然也注意到“聂隐娘”“吕洞宾戏牡丹”等后来所谓的“鬼戏”“坏戏”更能满
足市民猎奇和放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民的需求。因此这一阶段文化宫的文艺活动同时具
有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政府对此也并未干涉，甚至在“自然灾害”期间为缓解市民的饥饿感，允许部
分香港片和东欧片在文化宫播放。而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间，革命娱乐逐渐发力，排他性愈发强烈，使上述
两者以往在文化宫和谐共存的局面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娱乐”的大行其道。仅从１９６５年
文化宫所举办的活动中即可窥见一斑。

·７６·

①

②

③

④

《佳节赛诗会高唱迎春歌　工人、诗人在文化宫欢聚赋诗》，《北京日报》，１９６０年２月５日，第４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关于市、区（县）、产业工会文化宫、俱乐部文艺工作会议的报告》（１９６５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
００１－００２２４。
《让革命现代京剧在群众中传播》，《北京晚报》，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４版。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第１版。



２．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
经过连年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身体素质差，当

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有３５岁①。增强人民体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政府
决心通过全民性的体育运动，来提高人民的体质和体育竞技水平。市民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就成为
了当时党团结人民、关心群众生活，富国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展的市民体育活动也就明显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如同其他的市民文化活动一样，市民的体育
活动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来提高市民的身体素质，丰富市民的
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体育活动具有集体性、拼搏性等特点，它也就成为党激励与鼓动市
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开展职工群众体育工作。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只有
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能培养出健康的、乐观的、能够积极地从事社会主义劳动，和勇于保卫祖国
的新的一代工人”②。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主席为即将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还指出了体育锻炼的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１９５４年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
局会议上，讨论和批准了《中央体委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报告》，并批示指出：“人民的体育运动
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从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开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成为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本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朴素理念，市民性体育活动在崇高革命理想的号召与激励下掀起了
高潮。
为了推动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文化宫经常组织工人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下厂作示范表演和

比赛活动，如１９５３年工人业余篮、排球队和工人业余体操队下厂表演达２６次，观众３１　６００多人。通
过这些表演和与当地职工开座谈会交流经验等活动，带动了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工人业余体育活
动组织，从１９５１年开始建立职工篮球队（３个），发展到现在，有工人篮球、排球、足球、体操等男女队
共９个，队员有１４３人，并经常参加在文化宫举办的比赛和下厂做示范性表演活动，他们差不多也都
成为本单位体育活动中的骨干分子。”③

不仅下厂示范，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专门开辟运动场，“并每逢周三、周六和周日，在晚七点
半都举行球类比赛，每次有一两千人参加”④。此外，文化宫还开展了全市工人篮球和排球活动，提高
工人身体健康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举办全市职工排球比赛大
会等⑤。

１９５３年，苏联体育代表团来北京做体操表演，北京市各界人民特别是运动员、体育工作者都期望
能得到参观和学习苏联先进体操经验的机会。为了响应广大市民和相关人士的要求，劳动人民文化
宫还特地举行了一场体操表演⑥。由此，体操成为一项市民喜爱的运动项目。为推广体操运动，培养
基层业余体操人才，文化宫还举办了工人业余器械体操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第一期已在九月十日开
学，每星期二、四晚上课，预定训练期是三个月，训练内容有双杠、单杠、跳箱、垫上运动四项，参加训练
班第一期有本市各厂工人一百七十多人。”⑦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育的地位与价值研究项目组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育的地位与价值》，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３５页。
荣高棠：《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工作》（《群众文化工作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４３页）。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综合报告》（１９５５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０２。
《本会关于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文艺、电影、国际活动、体育和业余文化教育等工作报告和有关收费、组织领导、建立体协
等通知、规定、条例及典型经验》（１９５５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０２。
《全市职工排球比赛大会今日开幕　从上午九时起共有二十三场比赛》，《北京日报》，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９日，第４版。
《苏联体育代表团明天在文化宫表演一场》，《北京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４日，第３版。
《文化宫举办工人体操干部训练班》，《北京日报》，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９日，第２版。



１９６０年，由于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市民体育运动受到较大影响。市体委此时强调职工体育要因
时、因地的开展小型、简单易行、消耗体力较少的活动。广播操、生产操因此成为市民的主要体育运
动，在文化宫的主导下，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校的师生深入２３个工厂、企业和１７个区属基层单
位进行辅导，并结合不同企业，针对不同工种的生产特点，推广了１０余种生产操，如在全市传播和推
广机械、铸工、木工、印刷、钢铁、纺织、煤炭、搬运、司机和售货员操，以利于职工消除疲劳。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在对３２个工厂的调查中，职工参加广播操活动达８０％的有１２个，达４０％的有６个①。
与如火如荼的宣教活动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文化宫的体育活动同样卓有成效，

体育的作用，不单在于改善人民的体质和进行身体重塑，更在于改善国民的气质和面貌。体育中不甘
人后、奋勇争先的精神，激励着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赶超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被西方
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体育中培养了集体主义观念，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的“共产主
义”中有关集体主义的意识甚为贴近。因此政府通过开展市民体育活动，培养民族自尊心、国家认同
感，拉近“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的距离，进而塑造新社会公民，确实有其现实性。与过去相比，中国
人的体质有了较大的改善，“为祖国锻炼身体”不仅是动员的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改变着市民的生
活方式。在文化宫的带动下，北京市民的体育运动已成常态，大多数工厂、机关都建立了自己的篮球
场、乒乓球台等，尽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市民体育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有所压缩
和降低，但其精神却早已深入人心，并一直传承至今。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体现太庙转型后的功能与作用的同时，也展现了全新的国家叙事框架，

奠定了新政权对古迹改造的基础。但随着古迹利用的深入与扩大，尤其是文化宫影响力的与日俱增，
其转型后的困厄逐渐凸显。

三　博弈：古迹保护与革命利用的张力

太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是古代最重要的宗庙建筑，堪称“天下第
一庙”。在古代中国，皇家庙堂也是宫殿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要遵循一系列烦琐的伦理秩序。因此，
作为文化宫的前身———太庙，其原始功能，乃为祭祀之地，其雄伟的大殿，茂密的树林，精致而狭小的
宫门，只为突出皇家仪式的威严与神秘感。在历史上，太庙，包括社稷坛（现为北京中山公园），都属于
皇家禁脔，非一般人所能涉足，因此其幽静和庄严的气质，是彼时的主要特征。
当太庙转化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旋即成为市民、工人和社会各阶层集会与游乐的最佳场

所，由于其毗邻天安门，紧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其符号与象征意
义自然彰显。因此欢快、愉悦甚至喧嚣成为此时的主题。

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间，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都举办各类活动，参与人数几百万（见表２）。这无疑给劳
动人民文化宫的接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某日晚举办的电影晚会，“由
于观众人数过多，场内秩序混乱，被迫中途停止放映电影。当天电影放映的影片是《八一体育运动大
会》，这部影片是二轮新片，观众达一万多人，因文化园内树木很多，放映电影只能容纳四五千人，人多
了就好些人的视线被树木挡住，看不见电影，所以大家都想挤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看，秩序非常混乱，
有些小孩在里面被挤得直哭”②。

·９６·

①

②

《北京市志·体育卷·体育志》，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页。
《文化宫举办电影晚会　应对观众人数适当限制》，《北京日报》，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９日，第２版。



表２　文化宫历年来举办活动次数及参加群众人数统计（１９５０．５—１９５８）①

举办活动次数
参加活动人数

买门票人数 参加活动人数 总计人数
说明

１９５０．５．１—

１９５０．１２．３１
５９５ 未售门票 １　５９０　３６４　 １　５９０　３６４

包括电影队演出５９场

观众３０１　０００人

１９５１年 １　３７４　 １　５８８　１３４　 ４　２３０　９９７　 ５　８１９　１３１
包括电影队演出２３２场

观众３２４　６６５人

１９５２年 ２　０３９　 １　７１３　６２３　 ３　０９１　３７０　 ４　８０４　９９３
包括电影队演出３７１场

观众４０２　３９５人

１９５３年 ２　５８３　 ２　７４９　８５８　 ４　９４０　９０７　 ７　６９０　７６５
包括电影队演出１　０６４场

观众１　０９７　４８２人

１９５４年 ３　２３４　 ２　３４８　６５９　 ５　２９４　５５８　 ７　６４３　２１７
包括电影队演出２　５０３场

观众１　９６６　３８１人

１９５５年 ４　４６０　 １　７３６　０００　 ６　３４１　６５３　 ８　０７７　６５３
包括电影队演出３　５５２场

观众２　７５６　５４４人

１９５６年 １　２６４　 １　２５８　８００　 ３　５８９　８４４　 ４　８４８　６４４

１９５７年 ２　２０７　 １　０６３　２００　 ４　４２８　７０９　 ５　４９１　９０９

１９５８年 ３　７４６　 ６６８　９００　 ５　５９３　４２３　 ６　２６２　３２３

总计 ２１　５０２　 １３　１２７　１７４　 ３９　１０１　８２５　 ５２　２２８　９９９

　　随着活动的增加，每天出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众数量很大。当时虽有３个门可以出入，但仍感
不足，特别是南门，本来就窄，又因紧邻天安门，成为大部分游人的出入口，就更显得狭窄。每逢“五
一”“六一”“十一”、新年、春节等盛大节日或其他较大活动时，南门常是拥挤不堪。市民要花很长时间
排队，有时入门的人排到天安门桥前，出门的人排到树林中很远的地方。此外，许多国际友人和首长
要从南门出入，也颇不方便。
为解决这些问题，劳动人民文化宫曾经提出：“为了便利群众出入，我们要求将文化宫南门在原有

基础上扩大（为取得对称，中山公园南门也可同时相应扩大，中山公园也存在南门口狭窄问题），扩建
经费希望由市人民委员会解决。”②由于文化古迹具有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的特性，所以尽管文化宫
狭窄的南门影响了市民的出入，可为了不改变文化宫原来的面貌，同时也是出于保护古迹的考量，此
事并未成行，但从中却可以瞥见，作为太庙的原始功能与作为集会和游园的场所有一定的冲突。
由于文化宫还承载着教育及展示的功能，因此在革命利用及文物保护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这

也使文化宫的建筑和宫墙经常面临被改造甚至拆除的风险。１９５３年２月，在当时对外贸易部的组织
下，东德机器等工业品在文化宫展览，但有一架机器体积过大，无法进出，于是围绕是否拆除宫墙，对
外贸易部和文化宫发生了争论，各执一词：

　　（三）该机器尚未到来，是否真正进不来，尚难确定，而事先拆毁、动工、以及将来修复等，此笔费用不会小，万

一白搭，如何报销。

（四）此次机器大进不去，可拆墙、拆门，假如再有更大的机器到来，也须在该宫展览，是否还要重拆重建一

·０７·

①

②

参加活动总人数（人次）等于买门票入门人数及参加各项活动人数的总和，但买门票入门的群众有时也参加某些活动，统计
时不易分开。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举办活动次数和参加活动总人数中包括电影放映队下基层放映电影的次数及人数。１９５０
年因未售门票，入园游览人数无法统计，只有参加活动人数［《北京的文化馆》（文化宫部分）（１９６１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号：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７０］。
《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宫南门出入口问题的报告意见》（１９５７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５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７。



番？再假如说，有机器要进天安门内展览，如进不来，是否也“拆掉重修”。

（五）这展览是暂时性的，古建筑的保护比较是永久性的，似应该保护比较永久性的，似不该以永久性服务于

暂时性的。

（六）据贸易部人员称，已经答应该展览会地址在文化宫三重院内，如改变地点，这于国际友谊有碍等语。但

我们国际友人决不忍心为了展览而使我们古建筑受损害。同样我们如到德国展览，我们也不应该破坏到人家古

建筑，恐怕德国也不肯（事实也不该）①。

通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机关单位甚至主管单位的文物保护观念相当淡薄，在没有经
过考察和论证的情况下，因为一部机器就动辄拆除一段宫墙，却不考虑对宫墙的破坏，这在今天看来
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珍重国际友谊的体现，反之则是破坏国际友谊。如果不是文化
宫人员的抗辩和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从中调解，文化宫门墙很可能遭受破坏，而一旦破坏，即使修复，也
难免不对宫墙整体造成损害。这也再次凸显了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文化宫并不一定适合，其广阔而
封闭的空间、浮夸而高耸的宫墙，高大而茂密的树林，幽长而狭窄的石路，并不与文化宫职能的设定相
吻合，甚至旨趣相左。
尽管在１９５３年文化宫的宫墙拆除的争论中暂时逃过一劫，但其改造和拆除还是不可避免，尤其

是“大跃进”开始后，文化宫里的活动异常之多，宫内复杂和幽闭的宫墙很显然不利于市民游园和疏
导，因此门墙等成为此时期改造的重点：

　　拆大墙：１９５６年拆除后河东头墙一道，１９６０年拆后河西头琉璃门墙一道，１９６０年拆除后殿东西两边大墙。

开大门或豁口：１９５３年开西北旁门，１９５６年在外垣北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后台门）。１９５９年在内垣西

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的太平门及运展览品通道），在外垣西北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出口）。１９６０年

在外垣北面开豁口两个（作通往三殿和各殿的通道）②。

直到１９６３年，文化宫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拆改现象才有所遏制。正是因为文化
宫的原始功能与目前的“政治设计”旨趣相异，作为“古迹”的太庙与作为“乐园”的文化宫在渡过最初
的蜜月期后，其不兼容的特征愈发明显，存在和暴露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１）由于各殿房经常举办展览会和其它活动，冬季需生火取暖，虽然有人管理火炉，但不能确保安全，而且生

火时满屋黑烟，也有损古物。

（２）灯光路线全是明线，展览馆内的日光灯离假墙太近，一旦冒火，容易发生危险。院内线与大树磨擦，也很

危险。

（３）由戟门至后殿院内的砖地面已破碎不堪，坑洼不平，与雄伟的建筑实不相称，而且行走很不便。

（４）避雷网的边沿全紧接檐瓦上，由于热胀冷缩的关系，部分檐瓦已脱落或松动。

（５）全部古物都无科学记录档案。

（６）保护古物的标志大部分已坏了，没有修整补充③。

尽管问题重重，但是文化宫繁重的展览与游园任务，使得文化宫无暇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这也终
于使多年的积弊爆发，１９６５年，由于年久失修，电线胶皮老化造成短路，文化宫琉璃门西侧展厅出现
失火事故，展品与文物付之一炬，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④。此前，文化宫儿童乐园同样因设备故障，
造成了儿童在体育场伤亡的事故⑤。这其中既有管理不善的原因，更有设计与功能相悖的困扰，其存
在的问题和隐患最终以令人遗憾的方式暴露出来。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宫所凸显的问题既有代表性也有深刻的历史成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北京的古迹大多归属不同的单位（见表３），对古迹的修缮、保护与利用，由所属单位负责，
报请相关部门签批，但并无统一标准。作为文物古迹主管单位的北京市文化局，在此事上，权责也不
甚清晰，相关的法规和条例，更无从谈起。“（文化宫）几年来迎合自己活动的需要，对部分古建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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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关于对外贸易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览东德机器等工业品，有一架机器体积过大，拟拆毁宫门墙问题》（１９５３年），北京市档
案馆藏，档号：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３０３。

③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文化宫古建筑保护管理的情况、问题和意见》（１９６３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４４。
《文化宫展览馆失火事故检查报告》（１９６５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２４。
《文化宫儿童体育场伤亡事故向市委检查报告》（１９６１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６。



行了较大的拆改，也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这对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风格是不利的。这些改建工程有些
市文化局是知道的，有些我局并不知道。”①正基于此，各古迹所属单位在面临利用与保护的两难时，
难免不以方便利用为先。１９６３年夏，北京市文化局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的意见》，组织相关单位联动，力求从制度上完善古迹的保护②。但这显然姗姗来迟，此时正处于“革
命风暴”的前夜，随后发生的诸如“四清”等政治运动将这种努力化为乌有。

表３　北京市皇家古迹所属单位名单（有删节）③

编号 名称 所在地 使用单位

１ 天安门 东城区 天安门管理处

２ 故宫 东城区 故宫博物院

３ 天坛 崇文区 市园林局

４ 国子监 东城区 首都图书馆

５ 雍和宫 东城区 中国佛教协会

６ 文化宫（旧太庙） 东城区 北京市总工会文化宫

７ 皇史 东城区 中央档案馆

８ 中山公园（旧社稷坛） 西城区 市园林局

四　结　　语

太庙的革命化转型见证了人民政府将其主义与意识形态逐步落地的过程。由杂草丛生的“古迹”
到劳动人民的“乐园”，其转型的步伐是迅速而轻快的。阶级属性的改变，使得太庙失去了以往神秘的
外衣。人民，成为了这座“古迹”的主人，我们已然发现市民是如何积极光顾这座昔日的皇家禁脔的。
因此，政府在改造市民思想与身体的同时，市民也乐于在闲暇之际参与其中。在文化宫宏大而幽秘的
空间里，双方和谐相处，各取所需。
但“太庙”与“乐园”的博弈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十七年间持续上演，究其实质，却是“古迹

保护”与“革命利用”间的张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曾属于封建王朝的场所都被冠以人民的
名义，改作他用，如国子监被改为首都图书馆，东岳庙为公安干校所用，皇史改为中央档案馆等等。
这些原属于封建王朝、或为王朝提供服务的场所，在经过改造后，被贴上“为人民服务”的标签，成为全
体人民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些翻转和变换，无疑是中央政府在向世人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信息，这些
封建王朝的象征，最终成为时代变迁的符号和注脚。尽管北京市相关部门和文化宫也在极力保护和
修复古迹，但在时代潮流面前，“政治符号”的意义始终要大于“古迹”的认同。因此对古迹的改造甚至
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古迹的革命化利用，很大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政府无力兴建大型场

所，而诸如太庙等正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征用并改造也属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逐渐受到重视，北京市一批古迹被

保护和还原，比如东城区文化馆就迁出了钟鼓楼，另觅新址。１９８８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终于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古迹”价值和身份终于得到相应的认同和确定。文化宫也有意降低了市
民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内部宫殿大多恢复原貌，祭祀礼器也得以归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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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北京市文化局对市总工会“关于文化宫古建筑物保护管理的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意见》（１９６４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４４。
《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１９６３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４４。
原为《全国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１９６３年），北京市档案馆藏，
档号：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４４。



直至今日，在相当多的地区，文物保护与“政治利用”、甚至商业开发等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博弈始终没
有厘清，有些问题亟需解决。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作者刘宇，历史学博士，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辽宁大学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
心助理研究员。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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